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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及其社区 

——以简州镇子场为例 

郭广辉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510275) 

【摘 要】: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概念,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这一概念的

缘起,与他试图确定成都平原的社区单位密切相关,但“基层市场社区”得以成立的条件与成都平原的实际情形并

不相符,所以成都平原的社区单位及其形成机制仍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 本文尝试从场镇中社会组织入手分

析场镇与社会的关系,根据设立时间和社会组织构成差异,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可分为“前期场镇”和“后期场

镇”两种类型,场镇中社会组织的设立和作用与官府的行用制度､ 移民社会､ 村落散居､ 精英群体的参与等多重因

素密切关联,通过简要分析简州镇子场上会馆､ 祠庙､ 书院､ 寺观等社会组织的历程及其意义,可知在18世纪末19

世纪初成都平原形成了近300个以“前期场镇”为中心的“场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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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在有关传统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研 究中提出市场体系理

论,在东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市场体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提出的“基层市场社区”(the standard 

marketing community)模式对讨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其基本原理是:居住在同一基层市场区域内的人们,因频

繁参与市场交易和茶馆聊天等交际活动而相互熟识,对社区内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但很少踏足市场区域以外的世界,因而基层

市场区域成为农民的“熟人圈子”,该地的劳务供求､婚姻关系都在基层市场社区内得以实现,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宗教团体等

社会组织都以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
①2
 

“基层市场社区”模式的提出,与施坚雅于1949-1950年在成都平原高店子所做的调查研究密切相关｡他的田野笔记新近出

版
②
,为我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条件｡当时身为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的施坚雅,于1949年7月从美国抵达香港,准备到中国大陆

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
①
他原计划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到华北做乡村研究,但因国共内战的局势变化,他只能选择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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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合作｡1949年9月12日,施坚雅抵达成都｡在与华西协和大学乡村建设系的梁教授交流时,他了解到四

川的中心地可分为四个层级,即大城市､县城､场镇和幺店子,行政组织则分为市､县､镇､乡､保､甲等层级｡
②
他在乡村旅行时发现,

成都平原没有村庄｡
③
如他在著作中所述,这里“既没有聚居型村庄,也没有小市｡农民住在分散的或三五成群的农舍中”｡

④
这与

华北､江南等区域的聚居型村庄显著不同,成都平原没有华北那样的村庄社区｡因此,施坚雅曾就成都平原场镇以下有无社区

(communities)的问题请教晏阳初和高先生等人,但并未得到满意答案｡
⑤
可见,施坚雅从调查伊始就试图确定成都平原的社区单

位以开展研究｡在学者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他只能自己寻找答案｡在高先生的建议下,施坚雅选择到位于成都市东郊的

一个小场镇——高店子(位于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做田野调查｡
⑥
10月18日,他初访高店子｡11月12日,他在林先生家住下来,

正式开展田野工作｡经过月余的调查后,他“对从市场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
⑦
12月15日(农历十月廿六日,高店子的

赶场日)中午,他突然意识到要去调查前来高店子赶场的农民们的住址｡此后数日,他骑车到高店子附近的场镇考察,沿途了解交

通状况和询问人们经常去赶的场镇,试着确定场镇的市场区域界线｡12月20日,他根据调查信息和民国《华阳县志》
⑧
所载全县地

图､场镇之间的距离,计算出高店子的市场区域是一个平均半径为5.55公里的六边形地域,而全县每个场镇的市场区域是平均内

径为5.34公里的五边形地域｡
⑨
这为他后来根据中心地理论建构市场体系理论奠定了基础,并且由此提出“基层市场社区”作为

成都平原的社区单位,以回答先前的困惑｡他在著作中阐述了市场体系和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
⑩
,说明他怀有回答当年梁教授所提

问题的意图｡所以,如果施坚雅没有在成都平原做调查研究,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提出“基层市场社区”概念或市场体系理论｡ 

这一模式提出后,很多学者试图在中国其他区域验证其存在,但几乎均以失败告终,由此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⑪然而,

大家仍以为这一模式在成都平原可能是成立的｡事实上,对比施坚雅的田野笔记和论著中的描述可以发现,“基层市场社区”在

成都平原存在与否是有疑问的｡按照他的逻辑,“基层市场社区”的成立,需要满足两个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农户一般仅

与一个基层集市相联系;其二,农民与来自本市场区域内的人们的关系都非常熟络｡他在著作中称:“在确定我所研究的基层市场

区域的界线时,我几乎没有什么麻烦”,每个基层市场区域是“基本离散”的｡⑫事实上,他在调查高店子与邻近的新店子之间的

界线时发现:某个地方有一些人去高店子,而另一些人则去新店子,其边界实在难以分辨清楚;他虽然大致划出高店子与邻近场镇

的市场区域界线,但他坦言划出的界线是相当随意的,因为人们常常不止到一个场镇赶场,有些人甚至会在一个场镇购买货物然

后到另一个场镇去销售｡⑬显然,基层市场区域的界线并非是离散的,农民并不仅仅与一个基层集市相联系｡再者,施坚雅在著作中

以房东林先生为例说:他与高店子市场区域内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并且知道集镇另一边农民家庭的详细情况｡⑭3然

而,施坚雅曾就高店子的店铺情况询问林先生,林先生却说:他只对三圣庙一侧主街上的店铺信息非常熟悉,随着向西的方向,他

就知道得越来越少｡
①
显然,施坚雅在著作中描述林先生对市场区域内的熟悉情形被夸大了｡由此可见,“基层市场社区”的两个

前提条件在成都平原都是难以满足的｡ 

如果我们否定“基层市场社区”在成都平原的存在,将对成都平原乡村社会的研究带来巨大挑战｡因为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

70年前施坚雅的困惑:成都平原乡村社会有没有社区?如果有的话,该社区的形态､性质及其形成机制是什么?这无疑是非常棘手

的难题｡施坚雅以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心地理论推演出市场结构以及社会体系的模型,当然不可能完全符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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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 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及其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尝试就上述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尚未成

熟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家｡ 

二 清代成都平原场镇的设立与分类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蓬勃繁荣和农村市场的大量兴起｡这些市场,在不同区域有着

不同名称,如市镇､集市､场镇,或是墟市､街子等等｡它们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还是交际､信仰､娱乐､教育等社会活动的重要空

间,与百姓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市镇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组成,是“了解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线索”
②
｡相关研究成果不

胜枚举｡不过,不同区域的市场,既存在某些共性,亦有显著差异,需要在区域的视野中来讨论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将研究区域聚焦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水美土沃,物产丰饶,商贸繁盛｡成都平原的商业记录,

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古蜀国时期｡蜀汉时期,成都乡村中便已出现了“间日一集”的定期集市,唐代开始出现草市,中唐以后至两宋

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草市､镇市的数量大增,分布广泛｡
③
到宋代,成都平原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市场发育程

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并已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市场体系｡
④
这里除设有商贸市镇外,还有商务场､茶场等设监征税的商业地点,“后

直沿为市镇之称”｡
⑤
所以,大概从宋朝开始,“场镇”就成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地区集市的普遍称呼｡成都平原的经济历经元朝

时的短暂衰落后,到明朝逐渐兴盛,乡村集市贸易亦日趋发达｡
⑥
但因明末清初成都平原遭受持久的战乱和灾荒,损失惨重,场镇被

破坏殆尽,相关史料亦几乎不存,难以准确了解其数量和形态｡ 

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情况,为我们考察清代成都平原的场镇省却了一些麻烦｡因为不论是旧场镇复建,还是新场镇的设立,都是

从清代开始的｡据高王凌统计,乾嘉时期,四川全省场镇数量为3000座左右,到清末达到4000多座｡
⑦
郑维宽的统计更为具体:嘉庆

时,四川有3264座场镇,光绪时有4240座,民国时有4741座｡
⑧
并且,相比较其他省区,清末四川各州县平均市镇数量是全国最高的｡

⑨4
清代四川的场镇问题,值得引起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成都平原有着不同的范围｡本文所指的成都平原,主要包括岷江和沱江流域所在的平原内部及边缘地

区｡依据清代的行政建制,成都平原包括成都县､华阳县､新都县､新繁县､汉州､德阳县､什邡县､绵竹县､彭县､灌县､崇宁县､郫县､

崇庆州､温江县､大邑县､邛州､双流县､新津县､蒲江县等19个州县的全部地域,金堂县､简州所属沱江以西地域,彭山县所属双江

场(今江口镇)以北地域,以及仁寿县所属龙泉山以西顺和乡二甲地域,总面积约为1.5万平方公里｡笔者利用清代至1990年代编纂

的各种地方志､地名录和乡镇志等史料,细致统计了从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完全控制成都到1949年间的场镇数据,结果显示:在

这290年间,成都平原共设立了572座场镇,其中有298座(占52.1%)设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前,有49座(占8.6%)设立于道光

至咸丰年间,有96座(占16.8%)设立于同治朝到清王朝覆灭期间,有129座(占22.5%)设立于民国时期｡
①
由此可知,清代前中期成都

平原设立的场镇数量超过一半｡这与大量移民的到来和人口增加､农业垦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②
｡经过道咸年间的低潮后,

清末成都平原的场镇数量的增加速度有所提高,到民国时期则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实际上,清末到民国时期,江南､华北等区域

的市镇或集市亦出现了高速增长的现象｡
③
过去,学者们往往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开埠通商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④
｡但是,刘永华以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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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四保墟市的例子提醒我们,除了关注商品化的因素外,还要注意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政治对市场设立的作用｡
⑤
其实,清末到

民国时期成都地区新场镇设立的原因亦是非常复杂的｡如简州保甲场设立于光绪二十年(1894),其“滥觞于王兴和之腰店,权舆

于王凤山之办团”
⑥
,系因创办团练而兴设;什邡县四平场设立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系因实行“新县制”设立四平乡后,本地

黄氏家族为了杜绝异姓势力的进入而设
⑦
;施坚雅所调查的高店子设立于光绪年间,据传系因与邻近黉门铺的竞争中更能取悦知

县而成功设立
⑧
;灌县义和场设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系因解决邻近场镇哥老会间的矛盾而设

⑨
｡所以,不论是成都平原,还是

其他区域,对清末至民国年间大量新市场设立原因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 

施坚雅利用“市场密集循环理论”描述了市场的增加过程及其原理
⑩
｡已有学者指出,这一理论模型与现实之间虽然存在差

距,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及其价值｡⑪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施坚雅论证这一理论模型以及阐述市场体系空

间模型(“六边形”市场区域)所使用的实例来自于成都平原,一是以金堂县淮州镇(今金堂县淮口镇)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模型A),

一是以华阳县中和镇(今双流区高新区中和街道)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模型B)(详见图1､图2)｡⑫事实上,他在论证或构建模型时对

场镇的某些数据作了“处理”,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在此,笔者想指出“模型B”中的某些错误,藉此来呈现分析成都平原的市场

体系或划分场镇类型时所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困难,而不是要驳斥市场体系理论或纠正施坚雅构建的理论模型本身｡ 

参照图1､图2,首先可以观察到倒石桥､新店子､柏合寺等场镇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显著变化｡图1显示,新店子位于中兴镇—龙

泉驿和中和镇—柏合寺两条道路的交汇处;图2却将新店子原生的“脉络”抽离掉了,似乎它与中兴镇､龙泉驿两个场镇没有关联

｡相对于中和镇周围其他五座场镇来说,倒石桥距离中和镇较远,达13.8里,而高店子距离中和镇较近,仅有3.8里｡⑬所以,市场体

系模型并未考虑距离悬殊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抽离某些实际因素,以中和镇为中心的市场体系还算勉强成立｡但是,以大面铺

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就问题多多了｡首先,图2未标示的平安场场期为2-5-8⑭5,与大面铺完全相同｡依照市场体系的原则,基层市场

与中间市场的集期是不相重复的｡由此判断,平安场并不属于大面铺市场体系｡施坚雅没有提出划分市场等级的具体标准,但他提

到,一般来说,“当从一种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
③
｡我们看

一下1930年前后三个场镇的户口数据:西河场上有415户､2476人,赖家店有500余户､2000余人,而大面铺有380户､2065人｡
④
显然,

西河场､赖家店的人口规模比大面铺要大｡并且,当时华阳县第八区称西河镇,包括西河场和大面铺两个场镇,区行政机关设在西

河场上｡柏合寺位于从成都通往资阳的道路上,该地以盛产豆腐皮和草帽出名,其规模应当不亚于大面铺｡综合上述情况,施坚雅

将西河场､柏合寺､赖家店和平安场视为大面铺的基层市场,均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以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符合完美的市场体

                                                        
5
①为节约篇幅,本文不再将参考资料一一列出｡详细的资料来源及统计规则,请参见笔者即将完成的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清末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场镇与社会组织》｡ 

②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集》第三辑,第74-92页｡ 

③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

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3分,2002年;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

期;王庆成:《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其对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等｡ 

④除参见注释③所列论著外,有关四川场市和商品经济关系的分析还可参考:王永年､谢放:《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4期等｡ 

⑤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85-198页｡ 

⑥李青廷､汪金相等:《简阳县续志》,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卷一《舆地篇·神位》｡ 

⑦新修四平乡志编写小组:《四平乡志》,内部资料,1982年,第27-29页｡ 

⑧成都市金牛区三圣乡简情资料编写组:《成都市金牛区三圣乡简情资料》,内部资料,1990年,第164页｡ 

⑨灌县柳街乡志编写组:《灌县柳街乡志》,内部资料,1982年,第136-137页｡ 

⑩⑫〔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71-91页;第31､33页｡ 

⑪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0-89页｡ 

⑬林思进等:《华阳县志》,卷一《疆域沿革·道里表》｡ 

⑭汪金相､胡忠阀等:《简阳县志》,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卷二《舆地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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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空间模型的实例,在成都平原几乎不存在｡众所周知,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模型是依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而

创建的｡克里斯塔勒的研究显示,市场原则是中心地分布的基本的和主要规律,同时交通原则和社会政治原则亦对中心地的形成

和分布有重要作用｡
⑤
显然,施坚雅只是利用了中心地理论中的“市场原则”来建构模型,并未涉及另外两种原则,亦未考虑复杂

的社会现实｡明乎此,我们便不必过于介怀市场体系模型与现实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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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因为数据缺失和标准不明确,想要按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的类型来划分成都平原的

场镇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需要探索其他的分类方法｡在成都平原的场镇中,广泛分布着寺观､祠庙､会馆或书院等社会组织｡而

清代民国时期所编地方志和20世纪80-90年代编纂的乡镇志,比较详细､完整地记录了这些社会组织的相关数据｡以图2中各场镇

为例,清代民国时期,中和场上建有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黄州会馆､陕西会馆等五座会馆,还有广法寺､东岳庙､川主庙､

城隍庙､药王宫等大小庙宇11座以及中和场乡学;中兴场有江西会馆､湖广会馆等两座会馆,还有五显庙､锦江寺､玉皇观和元音书

院;西河场有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会馆等三座会馆以及关帝庙､药王庙､大将庙等祠庙;大面铺亦有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湖广

会馆等三座会馆以及关帝庙､三官庙等两座祠庙｡
⑥6
龙泉驿和柏合寺亦有数量不等的会馆､祠庙和书院｡

①
相较而言,另外一些场镇

则明显不同｡如高店子仅有东岳庙､三圣庙和地母庙三座庙宇;赖家店有三官庙､桓侯庙､地母庙和城隍庙等四座庙宇;新店子有关

帝庙､玉皇楼､观音殿和孔雀寺等四座庙宇;倒石桥仅有璤珉宫一座寺庙;黄龙场亦仅有三教殿一座庙宇｡
②
1914年设立的平安场和

1944年设立的琉璃场,均没有修建庙宇｡除了社会组织的构成及数量不同外,上述两大类别的场镇在设立时间上亦是不同的｡中和

场､中兴场､龙泉驿､西河场､柏合寺､大面铺等场镇均设立于1820年以前,而高店子､赖家店､新店子､倒石桥､黄龙场､平安场､琉璃

场等均设立于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所以,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将上述两类场镇划分为“前期场镇”和“后期场镇”｡“前期

                                                        
6
①②③〔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31页;第33页;第10页｡图1､图2系作者仿照原著中3.1和3.3的图重新绘

制｡ 

④林思进等:《华阳县志》,卷一《疆域沿革·场镇表》｡ 

⑤〔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1-113页｡ 

⑥林思进等:《华阳县志》,卷三〇《古迹四·祠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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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镇”指设立于清初至嘉庆朝以前,并且建有多座会馆､祠庙､寺观和书院或乡学的场镇;“后期场镇”指设立于嘉庆朝以后至民

国年间,并且仅有少数庙宇的场镇｡
③
 

本文计划通过上述各类社会组织的分析来讨论场镇与社会的关系,尝试回答引言中所提出的问题｡按照前述场镇分类和设立

时间的分布,可知成都平原大约有近300座“前期场镇”､270余座“后期场镇”｡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要讨论清代成

都平原场镇与社会的关系,大致可以乾嘉年间(18世纪末19世纪初)为一个分界｡我们要先讨论,从清初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

期场镇”的设立对社会变迁发挥了何种作用,形成了何种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再讨论“后期场镇”的设立对原有

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和影响｡这与施坚雅以高店子田野调查为基础,依照市场等级推演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本

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是从清初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期场镇”与社会的关系,有关19-20世纪“后期场镇”与社会的关系将另文

讨论｡ 

三清代成都平原场镇的行用制度与社会组织 

场镇中社会组织的创建,与场镇设立､管理和运行的制度密切相关｡场镇的设立大概有两种途径:其一,由官员主持设立;其二,

先由民众向官府申请,官员批准后方可设立｡前一种情形,如蒲江县西来场,即系康熙中期由知县李绅文设立
④
,但这种事例比较少

见｡相对而言,第二种情形更为普遍｡日本学者滝野正二郎依据清代四川南部县的多个事例,梳理出场市设立的程序,即先由申请

设立场市的场头､地主､乡约等人以恳状或禀状的形式向官府提出申请,县衙门受理后会派遣胥吏､衙役调查场市设立的可行性及

其与邻近场镇的距离,并传唤申请者,由胥吏提交调查报告,知县再向申请者等人进行问询,决定是否批准申请;若知县批准设立

场市的申请,便颁发示谕,给付牌棍和斗秤等;若未经官府审批,则属私设场市,是被官府禁止的｡
⑤
由此可见,场镇的选址､分布实

际上受到官府的严格管控｡ 

然而,官府并不会在场镇设立机构或派遣胥吏直接管理场镇的经营事务,而是任命场头､客总等人来管理｡滝野正二郎指出,

场头和客总的人选,通常是场市设立的申请者在向官府申请时,或者官府批准后,公议和推举出来的｡
⑤
场头,类似于场镇的“法人

代表”,一般是由地主和店铺的投资者充任;客总(或称客长),即在场镇上做生意的商人代表｡由于清代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场镇

上的商人多为外省移民客商,故以籍贯为单位设立客总或客长｡
⑥
场头､客总的主要职责,除了维护交易秩序和治安状况外,还需要

承担官府签派的差徭,包括递送公文､官员或军队过境提供夫役､购买物料､缴纳差费等等｡
⑦7
 

这种管理制度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市镇或集市实施的牙行制度具有一定差异｡虽然清代四川各场镇与其他市镇或集市一样,亦

按照商品种类分设行市,如米市､杂粮市､牲畜市､炭市､麻市等等,但这些行市却大多未设牙帖｡
①
这就意味着,负责这些行市运营

的不是领有牙帖的牙行或经纪,而是场头､客总,或者由他们指派的其他人｡因此,官府从场镇中获取的不是牙帖税,而是要求场头

､客总们完成官府的差徭｡这一现象的出现,缘于显著的四川地域特性｡其一,四川乡村中村落散居,官员､差役过道或办差需要由

场镇提供食宿服务｡早在唐朝咸通年间,时有御史中丞吴行鲁知彭州,发现郫县至唐昌县(今郫都区唐昌镇)沿途“东西绵远,不啻

两舍｡虽有村落,僻在荒塘｡昔置邮亭,废毁将久｡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饮,贸易者星往而烛归｡夺攘公行,投告无所”
②
,因而,他主

持兴设建德草市,修建“旗亭旅舍”,以服务于“行役者”和商人｡因此,草市或场镇的服务,是四川历代官员过境､办差等事务不

可或缺的保障｡其二,因遭受明末清初的灾害,清初四川各州县的田赋科则是全国最轻的｡
③
因而,官府征收的税银较少,不足以保

障官署各项事务的运作,需要由场镇来承担部分差役或缴纳差费｡ 

                                                        
7
①汪金相､胡忠阀等:《简阳县志》,卷二《舆地篇·神位》｡ 

②林思进等:《华阳县志》,卷三〇《古迹四·祠庙表》｡ 

③上述分类主要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做出的｡有关这一分类的详细数据和特例情况,笔者计划在其他文章中再作详细论证｡ 

④纪曾荫､黎攀桂等:《蒲江县志》,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卷一《建置志·市镇》｡ 

⑤⑤⑦〔日〕滝野正二郎:《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薛云虹､吴佩林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第41-54页｡ 

⑥有关客长的详细情形,可参见: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9-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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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府而言,场镇实质上是一个差役单位｡如灌县蒲阳场,康熙年间有“林､唐二姓禀藩司立案,设戥斗以应差徭”;土桥场的

张氏,因在乾隆年间金川之役中供应马料有功,“许其充斗户为世业”,负责经理米行的斗市｡
④
由此可知,承担差徭是设立场市和

经理行市的前提条件｡同时,场市管理者得到官府的授权,从行市中获取经费用来承担差徭｡与牙行向买卖双方或其中一方收取佣

钱一样,场头､客总或行市经理人(由场头､客总指派家人或者承包､租佃给其他人)从交易中按一定比率收取佣钱或手续费用(包

括打斗､过秤､议价､担保等等)｡不同行市有不同称呼,如米行一般称“斗息”,糖行､炭行称为“秤息”等等,民间和官府统称之

为“行用”｡为了保障场头们的利益和差徭经费的来源,官府规定凡是在场镇设立行市的商品交易,尤其是米粮､牲畜等,都必须

在场镇行市上交易并缴纳行用,不得私下买卖｡百姓的市场行为,实际上受到官府权力的强制｡ 

对于那些较大规模场镇的场头､客总或行市经理人来说,经理行市､收取行用,无疑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职业｡尽管我们没有看

到成都平原各场镇收取行用的具体数字,但成都平原因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尤其稻米和油菜籽是大宗物产,大多数

“前期场镇”上的米市和杂粮市一般分设大市和小市｡大市中的单次交易量在一石以上,常设在茶馆内,以实物作样品议售,通常

是大米粮商人在此活动;小市则是为小商贩､场镇商户和农民调剂粮食余缺而存在的,交易量较小｡大市上粮食的交易量,可以反

映行用收益的数额｡如新都县军屯镇的大市设在火神庙茶铺内,解放前每场成交大米､菜籽､杂粮数十石,“多数系经营粮油的商

户收购,然后转运到新都､唐家寺､成都等地销售”
⑤
;马家场的大市设在福全居茶铺内,每场交易额为30-40石

⑥
｡又如新繁县河吞

场(今新都区新民镇)的大市设在水井坎茶铺,每场成交油､米､菜籽､杂粮约500石,附近场镇的油米行商也会到这里参加交易
⑦8
;县

城(今新都区新繁镇)设有三个大市,交易规模更大,每场成交油､粮可达数百石,高峰时甚至达千余石
①
｡以2%到3%的比率计算

②
,各

场大市中的斗息可达一至二三十石不等｡若以每月九个场期计算,像新都县马家场､军屯镇这样的场镇,全年斗息收入可达近百石,

而新繁县河吞场､新繁县城则可达1000余石乃至3000石,其行用收入数量不可谓不菲｡其他还有一些场镇是某种商品的重要集散

地,如郫县花园场是“川西坝区最大的麻市”,崇庆州元通场是药材川芎的重要集散地,什邡县徐家场(今什邡市师古镇)是烟叶

的集散中心等,这些商品亦设有行市,其行用收入数量相当可观｡ 

正是因为如此丰厚的收益,官府才可能选择场头､客总们来承担差徭｡然而,承担差徭的余资,在原则上不能由场头们据为私

有,而是要用于地方公共事业｡他们普遍的做法就是用来修建会馆､祠庙以奉祀神灵,或者修建书院､桥梁､渡口等等｡如安县各场

镇牲畜行所取之银钱,“大半作场上街总约迎接官长办公之用,或作火神庙焚献之资”
③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中保存了更多相关

事例｡如碑院场“斗行向系四乡绅耆集议公正之人充当客总,应差办公,经理斗市,支给学田局佃资及文武衙门一切差使,余作该

场文昌宫焚献之资”
④
;黄连垭场设立于乾隆十六年(1751),每月九场,米市斗息由场头抽收六场,客总抽收三场,湖广客总利用斗

                                                        
8
①据《钦定户部则例》卷六〇《关税·杂课中·牙行税额》(乾隆四十六年刻本,“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第285册,海口:海南

出版社,2000年)记载,清代四川全省共颁发牙帖769张,仅占全国总数的0.42%,在各行省中仅多于贵州和云南｡这与四川的土地面

积､场镇数量和商业规模明显不符｡据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七《食货志·榷政》记载,成都府及其下属15个州县(成都府共辖

16个州县,此处不见简州牙帖银数量)共征牙帖银195两,去除在成都城市的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二县外,其他13个州县共征牙帖银

76两,平均每个州县不足6两,其中崇宁､灌县等县更是只有1两之数,每张牙帖按等则征银1两或2两｡这就意味着成都府大多数州

县的牙帖数量极少,很多场镇并未颁发牙帖｡以牙帖银较多的什邡县为例,据乾隆《什邡县志》卷三《杂课》载,乾隆初年,该县共

征牙帖银15两,设有牙帖9张,即县城､马脚井场和徐家场的米粮行､牲畜行､白花行各设1张｡此时,全县除县城外,共设有8座场镇｡

到嘉庆中期,什邡县共有14座场镇,其牙帖银不但没有加增,反而减少至11两(见嘉庆《什邡县志》卷八《田赋志·杂办课程》)｡

这一“异常”现象,除与雍正年间牙帖制度的改革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官府需要场镇中场头､客总们承担差役,不再要求

他们承领牙帖､缴纳牙税｡ 

②陈谿:《彭州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五院记》,(宋)李昉辑:《文苑英华》卷八百八《记十二·公署下》,明刻本,第4页

a-b面｡ 

③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④叶大锵､罗骏声等:《灌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卷二《营缮书·市集》｡ 

⑤新都县《军屯乡志》编写领导小组:《新都县军屯乡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103页｡ 

⑥新都县《马家乡志》编写领导小组:《新都县马家乡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67-68页｡ 

⑦中共新民乡委员会《新民乡志》领导组:《新都县新民乡志》,内部资料,1984年,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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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应差徭,余作建立禹庙之资”
⑤
,所谓的“禹庙”即为湖广会馆｡可见,如火神庙､文昌宫一类的祠庙和会馆的修建,其实与

场镇行用的经管与使用有着密切关系｡有些场镇在设立之前,就有庙宇存在,那么场头们便在庙宇内设立神会｡如灌县泰安寺(位

于今都江堰市泰安古镇)建于明代成化年间,至道光五年(1825)于此设场,规定每年从猪行的行用钱中出400文入泰安寺盂兰会,

用来超度合场无主孤魂｡
⑥
 

基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清代成都平原场镇的行用制度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关系｡从行用制度的角度来说,场镇中的

庙宇､会馆和神会等社会组织实质上是支配行用收益的一个“户头”｡因为有些场镇中的行用收益较大,涉及利益相关者较多,故

行用的经收权一般属于多个团体｡如前述黄连垭场,系由场头和客总分开抽收斗息｡这就意味着,场镇中需要设立多个“户头”来

支配行用收益｡有时某些人还会以修建庙宇或书院､义学为借口来新增行市､经收行用
⑦9
｡这是场镇中多个社会组织并立的制度原

因｡当然,单单依靠行用收益,或许并不足以修建庙宇､会馆,这就需要向周围百姓募捐｡这些社会组织就会因此而联结更多的人,

而这又对塑造本地的社会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并非场镇上所有社会组织的创建都与行用有关｡比如有些寺庙

可能先于场镇而修建,或者场镇设立后由私人在此修建庙宇而与行用无涉｡但是,这些组织与作为行用收益“户头”的社会组织

不同的是,后者因行用收益作为“地方公产”的性质,和社会组织具有更为广泛的“公共性”,在塑造本地公共社会关系中的作

用更为重要｡ 

四镇子场的社会组织及其意义 

明晰了场镇中社会组织和行用制度的关系,我们将以成都府简州镇子场为个案,剖析场镇中社会组织对塑造社会关系的作用

｡镇子场,位于今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30°38′20"N,104°19′39"E),地处成都平原东缘龙泉山脉脚下,距成都市正东约28公

里｡镇子场的街巷和三座会馆均保存完好,是考察成都平原传统场镇较为理想的地点｡自2016年以来,笔者在此陆续做了近6个月

的田野调查,在场镇和周边村落中收集到30余通清代碑刻和160余种族谱,为本项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 

镇子场,又称洛带｡据文献记载,最晚至唐末五代时洛带就已形成聚落;北宋中期,洛带由村市发展为镇市,称洛带镇,设有商

税务和酒务,是成都平原东侧的商贸重镇;元代,洛带随灵泉县并入简州,至明清时期均属简州所辖｡
①
明末清初的战乱,镇子场难

逃厄运,与其他场镇一样均经历了毁灭与重建的历程｡据族谱记载,康熙初年,陆续有刘､游､何等姓氏的“土著”逃难返回插占土

地｡
②
三藩之乱后,又陆续有江西､广东的移民到此定居,开垦土地或经营商业｡

③
镇子场附近燃灯寺内原有塑立于乾隆十一年(1746)

的《重修古刹碑》,其中有题诗云“落带已复镇子场”
④
｡由此可知,大概在雍正后期到乾隆初年,镇子场复设重建｡ 

镇子场的兴起,缘于此地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该地处于成都平原东山丘陵区,地形平缓,有洛水溪流过,适宜形

成较大规模的聚落｡周边地域盛产玉米､小麦､红薯､蒜子等旱地作物,附近山上所产水果､薪柴亦在此集中,然后再由商人运往附

近场镇或成都城内｡镇子场是成都东路商贸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它西经西河场､牛市口可抵成都,东经龙泉山连通的是沱江上的水

                                                        
9
①新都县《新繁镇志》编写领导小组:《新都县新繁镇志》,内部资料,1985年,第43页｡ 

②各场镇行市中收取斗息的比率,罕见于文献记载｡此处数字参照民国时期华阳县中兴场的情况,该场斗户收取交易粮食价格的

2%到3%为斗息｡参见:双流县华阳镇政府编纂:《华阳镇志》,内部资料,1989年,第123页｡ 

③刘公旭:《安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卷二六《食货》｡ 

④《碑院寺客总为自充首事霸收斗行事(禀状)(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馆)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

门档案》第163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第365页｡ 

⑤《(黄连垭场禹庙客总谢崇伸等)为陈泽泰妄争客总霸市取息事(禀状)(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四川省南充市档案局(馆)

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第163册,第339页｡ 

⑥骆魁选:《泰安寺设立市场碑记(道光二十八年)》,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灌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885页｡ 

⑦〔日〕滝野正二郎:《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4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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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码头五凤溪(今金堂县五凤镇)｡来自川南､川东的盐､糖､豆瓣等大宗物资,在五凤溪卸船后,再由商人通过陆路贩运到镇子场和

成都｡俗语云:“运不完的五凤溪,搬不空的镇子场,装不满的成都府｡”即是这条商贸线路的最佳写照｡此外,镇子场还是附近农民

买卖日常生活用品或寻求各种服务､娱乐消遣的地方｡上述三个层面的商业网络叠合在一起,促成了清代镇子场的繁荣兴盛｡ 

从乾隆初年到民国年间,镇子场的主街不断由东向西扩展,并修建了数条街巷｡至 1940 年代末,主街的长度约为 1000 米,共有

70个行业､625家商铺
⑤
,其规模在成都平原居于中等偏上｡场上设有米市(在米市坝)､棉花市(在花市坝)､柴草市(在柴市巷)､牲畜

市､竹木市､蒜子市等行市,场期为农历每旬二､五､八日,每逢赶场日,各街巷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图3显示的是清代后期镇子场的空间布局｡其中,燃灯寺修建于明朝,在镇子场复设以前便已存在,会馆､三清庙和凤梧书院等

社会组织均创建于镇子场复设以后｡我们结合碑刻､族谱资料,对这些社会组织的意义作一简要分析,以试着理解场镇与社会的关

系｡ 

1.会馆 

会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是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清代四川的会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早已引起诸多学

者的注意｡何炳棣先生称,成都地区的会馆密度非常高,“举国无二”
⑥10
｡众所周知,这与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有关｡但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会馆几乎全部都设立在城市或场镇上,说明会馆与城市或场镇的设立具有密切关联｡前人已就

会馆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项职能论述甚详
①
,本文不再重复｡我们要关注的是场镇中会馆对社会整合的作用｡ 

清代镇子场上共建有三座会馆｡据现有碑刻资料显示,湖广会馆(禹王宫)创建于乾隆八年(1743),广东会馆(南华宫)创建于

                                                        
10
①参见:郭广辉:《洛带镇历史纪事》,《四川客家通讯》2017年第1期,第10-15页｡原征引文献不再一一列出｡ 

②参见:《刘氏族谱》,光绪二十一(1895)年刻本,洛带镇八角井社区刘纪贤藏;《简阳游氏谱》,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洛带

镇宝胜村游开福藏;《何氏族谱》,1977年手抄本,同安镇丽阳社区何章盛藏｡ 

③参见:《郑氏族谱》,2012年手抄本,洛带镇老街社区郑大国藏;《黄氏族谱》,民国十六年(1927)抄本,青白江区福洪镇香花村

黄德香藏｡ 

④薛登:《千年古刹留胜迹》,政协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文史组编:《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印刷本,1995

年,第125页｡ 

⑤《洛带镇志》编写小组:《洛带镇志(1912-1992)·商业篇》稿本,1997年,未标页码｡ 

⑥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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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一年(1746)之前,江西会馆(万寿宫)创建时间稍晚一些,但当在乾隆十七年(1752)之前｡
②
遗憾的是,各会馆创建之初的情

形及其与各行市的关系,目前均无文献资料可征｡据说,禹王宫曾作为米粮买卖的场所
③
,可知该行的斗息应该至少有一部分是归

禹王宫来经收的｡三座会馆的规模较大,除了山门外,均有两重殿宇及厢房｡会馆中的殿宇是陆续扩建而成的,并非一次性建成｡会

馆中奉祀的神灵,除了象征原籍的乡土神,如禹王宫内奉祀大禹､万寿宫内奉祀许真君､南华宫内奉祀六祖惠能外,还有观音､财神

､文昌､关帝､鲁班等等｡正如窦季良先生所说:“会馆与神庙的建筑是一个｡”
④
会馆的首事与客总人选存在交叉,他们会请僧人或

道士来主持仪式和日常焚献｡人们则依托各神灵创建神会,在神诞日祭祀报赛,会众宴饮｡ 

我们以江西移民在万寿宫内兴设中元会的例子来考察会馆的社会意义｡万寿宫《中元祀孤碑记》塑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

是洛带现存时间最早的碑刻｡碑文称:“余等商贾于斯,来自豫章,闻野鬼之泣,隐然心恸”,故集资兴会以施济本地“孤魂野鬼”,

以求生活安宁｡
⑤
经统计,参与此会的捐资者大约有130余人｡笔者努力访查族谱资料,可以得知其中15位捐资者的身份信息｡其中,

郑文培､郑文隐兄弟,系随父亲郑宗萄于雍正初年“沿途负贩”至镇子场“为居贾”,后来发展成为本地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
⑥

郑天祥､郑文俊､郑文德三人是郑宗萄的同宗,可能是同时迁来,抑或是追随他们父子而来｡或许当初捐资的商贾们,像郑宗萄父子

一样创业成功者少之又少,大多只能迁移他处,或回归原乡,故现在难以见到其后裔的踪影｡其他可知身份的10位捐资者,分别来

自杨氏､刘氏和董氏三个家族,他们的祖先均在康熙中后期从江西安远或大庾迁来｡
⑦
与郑氏不同的是,这三个家族没有居住在镇

子场上,而是居住在村落中｡因为他们的祖先迁来时间较早,还能插占荒地或较容易买得土地｡其中,杨氏居住在今洛带镇宝胜村

八､九组境内(距离镇子场约3公里),刘氏居住在今宝胜村六组(距离镇子场约4.5公里),董氏居住在今洪安镇红光村境内(距离镇

子场约6公里)｡ 

由此可知,中元会的参加者,既有场镇上新到来的商人移民,也有那些入川较早并在乡间置有土地的农民｡并且,从捐资者居

住地与镇子场的距离来看,中元会参加者的距离可辐射到 6公里半径范围内｡这是市场关系与移民同乡关系在会馆中交汇的结果｡

因为,如果未设立场镇,没有市场关系和行用制度的作用,本地不会修建会馆以聚合同乡;如果没有移民的同乡关系,商人和农民

亦无纽带整合在一起｡当然,中元会并非孤例｡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西会馆内塑财神像,兴设财神会,郑文隐及前述刘氏､董氏

家族均有人捐资｡
⑧
湖广会馆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募资塑观音神像

⑨
,次年(1760)设盂兰会

⑩
,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大殿⑪11,

这些活动的捐资者都有百余人,规模较大｡广东会馆的情形亦当与此相似｡所以,会馆所能聚合的人群规模相当庞大,具有强大的

社会整合作用｡它既表现为商人与农民的整合,也表现为新移民与老移民的整合,还表现为场镇与村落的整合｡ 

前辈学者已经关注到会馆对移民同乡的整合作用,却忽略了“同乡”内部的身份和住居地的差异｡他们多将各会馆之间的联

合视为移民社会整合完成和社区观念诞生的标志
①
,却没有关注到场镇中那些超越籍贯之分的社会组织是与会馆同时存在的｡镇

子场的三清庙､凤梧书院和燃灯寺的参加者,都未以原籍或同乡关系相区隔,就是一个例证｡ 

                                                        
11
①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48页｡ 

②禹王宫的修建时间见《补修禹王大殿序》(乾隆五十四年),南华宫的修建时间参照前述燃灯寺《重修古刹碑》(乾隆十一年),

万寿宫的修建时间参照《中元祀孤碑记》(乾隆十八年)｡文中所引现存碑刻资料,均系笔者亲自抄录｡ 

③2017年1月15日,巫盈成先生访谈笔记｡ 

④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上海:正中书局,1946年,第45页｡ 

⑤《中元祀孤碑记》(乾隆十八年),碑存洛带万寿宫门外｡ 

⑥参见:《郑氏族谱》,2012年手抄本,洛带镇老街社区郑大国藏｡ 

⑦参见:《杨氏族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抄本,洛带镇宝胜村杨光顺藏;《刘氏族谱》,光绪年间抄本,洛带镇宝胜村刘大益藏;

《董氏族谱》,光绪年间抄本,洛带镇双槐村董永忠藏｡ 

⑧《塑财神碑》(乾隆四十九年),碑存洛带万寿宫外｡ 

⑨《重塑飘海观音大士圣像记》(乾隆二十四年),碑存洛带禹王宫内｡ 

⑩《盂兰胜会碑记》(乾隆二十五年),碑存洛带禹王宫内｡ 

⑪《补修禹王大殿序》(乾隆五十四年),碑存洛带禹王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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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清庙 

三清庙原位于三清庙巷(今北巷子),坐东朝西,始建时间不详,于解放后被拆除｡据民国《简阳县志》载:“三清庙,县西北百

里洛带镇｡(道光年间)州牧宫思晋重修并为之记｡”
②
但是,这篇碑记没有留存下来,也没有其他碑刻或文献资料留存下来｡据访谈

得知,三清庙原来除山门外有三座殿宇,大殿两侧有厢房相连,非常宏伟,民国末年有僧人在此主持焚献仪式;后殿供奉的是道教

“三清”尊神,前殿是城隍殿,但不知中殿供奉的是何种神灵;三清庙门外的平地叫作“扯谎坝”,是三清庙的产业｡
③
(按:成都平

原的场镇中大多都有扯谎坝,是赶场日江湖郎中买卖药品以及算命卜卦､赌博娱乐的地方,通常是赶场日最热闹的地方｡)据《培兴

(凤梧)书院碑记》
④
显示,捐资名录中与“三清会”相邻的是“桓侯会”,想必二者都是三清庙内兴设的神会｡众所周知,桓侯张飞

是屠户们的行业神,而镇子场的肉市就在三清庙前的扯谎坝内｡所以,笔者推测原来中殿供奉的是张飞,桓侯会的资产或奉祀张飞

的香火钱,可能来自肉市的行用以及屠户们的捐资｡ 

三清庙作为镇子场上的祠庙,因史料阙如而无法展开更多讨论｡我们不妨以邻近的华阳县仁和场(今新都区石板滩镇,在镇子

场西北约12公里)关帝庙为例来认识祠庙在场镇中的意义｡现存《重修仁和场关帝庙记》显示,该庙建于乾隆年间兴设场镇之时,

碑文称:“凡兴一场,必立一庙,所以萃一地之人心,而使之不淡也｡”关帝庙大殿中,关帝中座,右火神,左川主,还有其他多种神灵,

这些神灵“有端坐者,有横坐者,有侧坐者,有倒坐者,有在承尘之上而高坐者”,其中景象可见一斑;人们以各神灵兴设神会,定

期祭祀报赛,其意义在于各省移民得以“耦居无猜”,不然,“非广设神会以通其和气,必至显分轸域也”｡
⑤
 

三清庙内原设神灵的情形,应该与此相似｡这些神灵以国家祀典中的神灵为主,包含多种多样的神灵,可以满足百姓们多种多

样的信仰需求｡依神灵而设的神会,同在一处办会,且参加者未因原籍而区隔,这对“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来说,祠庙内的活动

具有“通和气”､“萃人心”的意义｡相对会馆而言,祠庙的社会整合意义具有显著的“本地性”,有利于促进移民间的了解､互动

与融合｡ 

3.凤梧书院 

从雍正后期开始,清王朝对书院的政策逐渐由限制转向支持｡乾嘉年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四川的书院建设取得很

大成绩,官府还要求各场镇兴立乡学以发展教育｡
⑥
在这一背景下,镇子场创立了凤梧书院｡此前,镇子场曾设有三乐书屋,但规模

甚小,束脩又少,无法延师教读｡
⑦
嘉庆二年(1797),简州知州胡延璠响应兴立乡学的政策,将龙泉驿附近观音堂的50亩田地划归三

乐书院所有,以扩充经费,同时“有义士张纯廉､刘国宁､李来凤､张纯麟､郑吉麟､刘继元､徐超元､张心发､钟仲良､刘懋祥等因三

乐湫隘,捐资劝助,舍旧图新,恢扩其基,规模顿焕”,并易名为凤梧书院｡
⑧12
书院原址在三清庙北侧,现为洛带小学所在地｡ 

上述十位“义士”中,除李来凤､张心发和钟仲良三人的信息无法得知外,其余七人的身份信息是可以获知的｡张纯廉和张纯

麟是堂兄弟,其祖父张运球于康熙后期从广东长乐县迁徙入川,后定居在宋家堰,即今洪安镇红光村境内(距离镇子场约6公里)｡

张纯廉为例监生,在倡导募化创建凤梧书院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亲自捐钱80千文;张纯麟为恩贡生,亦有科名｡
①
郑吉麟来自前述

江西郑氏家族,是郑文培长子,系文生｡
②
刘懋祥和刘继元系叔侄关系,据称,他们的祖先于明初由楚迁蜀,系为“土著”;他们住在

吴家坝,在今洛带镇八角井社区境内(距离镇子场约1.5公里);刘继元为庠生,刘懋祥无功名,但家有田产200余亩｡
③
刘国宁系“恩

                                                        
12
①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16-18页｡ 

②汪金相､胡忠阀等:《简阳县志》,卷二《舆地篇·神位》｡ 

③2016年9月28日,巫士专先生访谈笔记;2017年1月15日,巫盈成先生访谈笔记｡ 

④《培兴(凤梧)书院碑记》(光绪四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⑤戴锡恩:《重修仁和场关帝庙记》(光绪二十三年),碑存今石板滩镇关帝庙遗址侧近｡ 

⑥胡昭曦:《四川书院史》,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2-190页｡ 

⑦《重修凤梧书院碑记》(同治三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⑧陈治安､黄朴等:《简州志》,咸丰三年(1853)刻本,卷十一《学校志·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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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卫副府”,原籍江西,住址不详;徐超元为庠生,原籍､住址不详｡
④
显而易见,凤梧书院的捐资者没有籍贯之分,并且既包括移民

后裔,也包括“土著”;他们有的居住在场镇上,有的居住在村落中,这与前述中元会的情形是一致的｡可想而知,书院的学生亦不

会因原籍或住址不同而有所区别｡这对地方社会的进一步整合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义士”几乎都有科举功名或职衔,没有功名的刘懋祥则是富有资财的地主｡他们是社会中的精

英分子,民间一般合称为“绅粮”｡这些“绅粮”的捐资促使书院得以创建,他们就自然地成为书院的主导力量｡借助凤梧书院这

一平台,他们得以参与场镇行用收益的分配和利用,进而改变镇子场的权力结构｡除了观音堂的庙产和十位“义士”的捐资外,当

时凤梧书院还有无其他的经费来源,因无史料可征而不知｡但从现存碑刻可知,大概从清代中后期开始,镇子场上银平(称量银子

的工具)和坭平(称量鸦片烟坭的工具)的收益是由书院掌管的｡
⑤
这就表明,书院参与了场镇行用收益的分配,而“绅粮”则理所

当然地成为这些收益的经管人｡因为官府规定生监阶层或士绅不得担任场头､客总等职务
⑥
,所以,在凤梧书院设立以前,“绅粮”

是无法参与分配或使用行用收益的｡在南部县,还存在生监阶层利用义学争夺行用收益的事例
⑦
｡这些事例说明,书院或乡学的设

立,对绅粮和场镇行用收益关系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凤梧书院除了支配部分行用收益外,还有来自场镇各寺庙､会馆和神会的捐资
⑧
｡这体现出凤梧书院在镇子场各社会组织中独

一无二的地位,也象征着“绅粮”对各社会组织的统摄力｡凤梧书院的创建,对提升“绅粮”的社会声望和公共权威,有着重要意

义｡然而,这只是“绅粮”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方面｡稍晚一点,他们在燃灯寺内接连开展了很多重要活动｡ 

4.燃灯寺 

燃灯寺原位于镇子场上场口东北侧的山坡上(今四川法商专修学院校址),系天顺四年(1460)蜀和王朱悦□遣官修建的｡
⑨
寺

庙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得以幸存,未被毁坏｡在康乾年间,燃灯寺不断重修殿宇,并增修了川主殿｡
⑩
嘉庆七年(1802),又修建观音

殿｡此外,寺内还有罗汉堂､戏楼等,殿宇规模在方圆一二十公里范围内鲜有出其右者,故有“小峨眉”之称｡1987年,燃灯寺原址

土地被征用,殿宇被拆至山下镇子场北侧原貌重建,位于今洛带中学斜对面｡ 

嘉庆前期是燃灯寺和镇子场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先是嘉庆六年(1801),有乡人在镇子场附近的猴子坡掘土时发现一尊石观音

像,相传治病灵验,酬报者纷纷而至｡镇子场“绅耆”们认为猴子坡地势陡险,“不足以妥神灵”,故主持募捐,在燃灯寺内修建观

音殿｡此举的经理董事有参与捐助凤梧书院的刘国宁､徐超元,以及廪生杨藩和街耆姚安选､华廷彩､陈亥明等人｡记录此事的碑文

称,奉祀观音神像,“有益于洛带四维之人心风俗”｡⑪13所谓“洛带四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以镇子场为中心的地域观念｡

此时,人们距离社区认同的形成仅有一步之遥｡ 

                                                        
13
①参见:《成都东山汝英张氏族谱》,2015年刊印本,洪安镇红光村张俊魁藏｡ 

②参见:《郑氏族谱》,2012年手抄本,洛带镇老街社区郑大国藏｡ 

③参见:《刘氏族谱》,光绪年间刻本,洛带镇八角井社区刘纪贤藏｡据族谱载,刘氏祖先于洪武初年从湖广麻城孝感乡迁徙入川,

在明末战乱中族人避难于他邑,清初定鼎后刘承亨(刘懋祥曾祖)到洛带吴家坝插占土地,从此住居于此｡ 

④刘国宁和徐超元的科名信息,参见:《建修观音庙碑》(嘉庆九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刘国宁的原籍信息,参见:《塑财神碑》(乾

隆四十九年),碑存洛带万寿宫门外｡ 

⑤《凤梧书院银坭各平归保甲局承佃示谕》(光绪二十五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⑥⑦〔日〕滝野正二郎:《清代后期四川省南部县场市的设立与县衙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

41-54页｡ 

⑧参见前引《重修凤梧书院碑记》和《培兴书院碑记》｡ 

⑨参见:《信相圣母碑记》(嘉庆十七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⑩薛登:《千年古刹留胜迹》,政协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文史组编辑:《龙泉驿区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印刷本,1995

年,第127页｡ 

⑪参见:《修建观音庙碑》(嘉庆九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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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九年(1804),镇子场的庠生巫一峰(原籍广东长乐县)
①
奉知州之命,参与续修《简州志》｡他发现,《灵池县圣母山祈雨诗》

､《灵泉县圣母堂记》､《灵泉县瑞应院祈雨记》等宋代文献中记载的“圣母堂”､“瑞应院”应该就是燃灯寺的前身｡据三篇文

献记载,隋朝青城县有褚氏女,游于方外,到瑞应山(今称三峨山)下开荒安居,遇饥荒之年施粥以救济百姓,深得人们爱戴;褚氏死

后,人们砌置石塔以安葬之,名为米母院,后又建为圣母堂,为附近百姓遇水旱灾凶时的祈祷之所;大中祥符二年(1009),成都知府

奏请朝廷赐庙额为瑞应禅院,勅封神灵为信相圣母,其祈雨灵验的事迹亦广为传布,附近州县和成都的官员纷纷到此拜神祈雨;元

末大乱中,寺庙被毁,事迹失传｡
②
巧合的是,嘉庆十年(1805),洛带遭遇大旱,知州沈达命巫一峰等人倡捐赈济,设米厂以施粥,巫

一峰借机称此赈济之举与圣母煮粥疗饥事“隐有相合”,便用赈济的余钱五钏雕塑信相圣母像,安置在燃灯古佛的右侧,并将燃

灯寺改“古称”曰瑞应禅院｡
③
这一举动,是地方士人重新发现和塑造地方历史传统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作为移民后裔的士人对

“新家乡”的认同｡然而,这一传统并未止步于“重现”,很快便获得了现实意义｡在信相圣母的神像塑立后,由前已提及的刘国

宁､杨藩､陈亥明,以及庠生曾觐光､增生曾汝光和郑吉明(郑文隐次子)､巫丽峰(巫一峰弟,捐纳州同)等人为募化董事,“邀集合

乡绅耆,各助捐资”,兴设信相圣母会,并于每年十一月十三日庆祝神诞｡据碑刻题名显示,捐资者有200余人,其中有科举功名或

职衔者就达36人,可谓洛带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参与了此会,规模空前｡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巫一峰在嘉庆十七年(1812)撰写的碑

记中,称颂信相圣母,“今此乡之蒙神佑,而获丰稔者久矣”,“我乡被其默佑,可永无天旱民饥之苦”
④
｡当时并无乡级行政单

位,“此乡”与“我乡”显系指以镇子场为中心的“洛带四维”之地｡信相圣母已然成为“我乡”的保护神,是洛带的“乡

神”!“乡神”的诞生,可视为社区认同形成的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说,以镇子场为中心的社区,在19世纪初业已形成｡ 

从镇子场的复设,到信相圣母被塑立为“乡神”,约有70年的历程｡然而,我们要准确理解这70年历程的意义,需要将其放在

清初以来成都平原移民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场镇发展与移民社会整合是互为动力的,但二者的演进脉络和逻辑并不尽然一致,故

笔者将另文讨论移民社会的整合机制｡实际上,移民社会的整合过程,以场镇的设立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清初成都平原

社会重建的初始阶段,不论是土著还是新来的移民,少则三五家,多者数十户,通过共同修建庙宇或设立神会的方式实现邻里间的

凝聚,小而分散,地方社会难以实现高度整合
⑤
｡场镇设立后,在行用制度和同乡关系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数目繁多的社会组织得

以建立,使得场镇成为具有规模效应的信仰中心,实现了地方社会较高程度的整合｡因此,前述70年间镇子场上社会组织的发展历

程,实际上就是移民社会实现较高程度整合的历程｡ 

镇子场的例子显示出,在18世纪中后期,场镇中的会馆和祠庙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以同乡关系为纽带,会馆实

现了商人与农民的整合,将场镇与村落联为一体｡同时,祠庙的存在,使得同乡关系的壁垒没有形成,促进了各籍人士间的“互通

和气”｡通过会馆､祠庙以及各种神会,人们彼此交叉,形成了松散的大联盟｡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都平原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乾隆六十年(1795),四川全省人口已超过1000万,而成

都平原22个州县的人口总数约为208.8万
⑥
,人口密度约为116人/平方公里,已是相当密集｡

⑦14
此时,大规模的移民潮虽已褪去,但

人口增长速率依然较高,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虽然白莲教大起义和啯噜骚乱对成都平原影响甚微,但是教育事业需要推进,饥

荒问题､治安问题需要解决｡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问题,以绅缙､地主或富商为主的精英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兴设书院､赈济救

灾､修建庙宇､编纂方志等等｡这一系列的公共事业,使得场镇发展成为乡村社会中集经济､宗教､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

中心地｡在这个过程中,“绅粮”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不断提高,他们有权力和能力来统摄原先设立的各类社会组织和大联

                                                        
14
①参见:《巫氏族谱》(咸丰六年刻本),洛带镇老街社区巫士专藏｡ 

②参见:《重镌圣母山瑞应禅院古迹记》(嘉庆十一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三篇宋代文献均刻在碑石上｡ 

③④参见:《信相圣母碑记》(嘉庆十七年),碑存洛带燃灯寺内｡ 

⑤郭广辉:《清初成都地区社会重建的实践与意义(1659-1673)》,李根利:《燕园史学》第十一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

第214-216页｡ 

⑥该处数字系笔者根据刘铮云《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第389-419页中所列

各州县表中数据计算得出｡ 

⑦此处所说的22个州县,包括除仁寿县外前文所说的所有州县｡因为人口数据以州县为单位,故将金堂､简州和彭山等州县的人口

全部计算在内,而仁寿县在本文研究地域范围内所占面积较小,未将其列入｡这22个州县的面积约为1.8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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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为人们对“我乡”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不论“绅粮”有无重新发现“乡神”或社

区的象征符号,人们对“我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会产生｡这样的“我乡”,即是一个以场镇为中心的社会单元｡在空间上,场

镇是社会单元的中心;在机制上,场镇是社会单元得以生成的核心｡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社会单元称为“场镇社区”｡到18世纪

末19世纪初,成都平原已设立了像镇子场一样的“前期场镇”近300座｡这就意味着,此时成都平原共有近300个场镇社区,每个场

镇社区的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其地域半径约为4-5公里,涵盖人口约为6500人｡所谓“近市之乡,各析里居｡凡吹豳饮蜡,大傩逐

疫,徭役有定,庆弔有时,合都鄙以同尘,混郊廛而为一已”
①
,大概就是对场镇社区景象的描述吧! 

五 结语 

“社区”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含义在词语翻译和学术演进历程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变化和差异｡
②
本文使用

的“场镇社区”,遵循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施坚雅所用“社区”(community)一词的含意,具有地域特征｡同时,本文在考察

“场镇社区”的形成历程时,侧重古典思想中对社会关系生成机制的分析｡今天社会学者提出社区的四项特征,包括地域界限清

晰,人们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独特的社区文化,以及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③15

参照此四项标准,本文所

分析的“场镇社区”是可以成立的｡ 

本文所谓的“场镇社区”,特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都平原乡村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单元,它在空间上以场镇为中心,涵

盖周边约50平方公里的地域;在国家制度､官府权力和村落散居､移民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场镇成为社区中最大规模的聚落,

是集经济､宗教､教育､社会保障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心地;场镇中的会馆､祠庙､寺观､神会､书院等多重社会组织共同促进社会关系

的生成和交汇,实现了较大规模､较高程度的社会整合;在社区公共事业的推进和精英群体的参与中,人们逐渐形成对社区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产生了社区意识｡这与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在形式上是相似的,但在逻辑上是根本不同的｡施坚雅以人们的市

场交易活动和交际活动为核心以确定市场区域的界限,然后将劳务供求､婚姻关系､宗族组织､宗教团体等多重社会体系“叠套”

在市场体系上,认为前者是由后者所决定的｡本文从考察场镇上的社会组织及其意义入手,发现“场镇社区”中社会关系是由以

官府权力､行用制度和移民同乡关系､精英群体等多方力量共同组成的“社会机制”所生成的,而不是由人们因参与交易和交际

活动而自发形成的｡人们的市场行为,对社会融合当然有着积极意义,但这并不一定可以直接促使经济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产

生｡在思考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略国家制度､村落形态和社会进程等方面的作用和差异｡ 

“场镇社区”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成都平原又有大量的

“后期场镇”设立,同时伴随着人口增长,以及地方动乱､兴办团练､清末“新政”､政权鼎革､重新编制基层区划和军阀混战等等

事件,场镇行用制度被包税制替代,场镇上诸多社会组织因“庙产兴学”或军阀统治时征用､变卖产业而遭毁灭,哥老会成为场镇

上最为重要的权力组织等等｡在这一社会大转型过程中,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形成的“场镇社区”的存在基础不断被破坏､瓦解｡

到 20 世纪中期,成都平原的社区形态及其形成机制究竟如何,将是笔者未来继续探索的课题｡ 

致谢:本文在前期调查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刘志伟老师和陈世松老师的诸多指导和帮助｡文章初稿《17-20 世纪成都平原的场

镇与社会——以洛带及其附近场镇为例》曾在“ChinainTimeandSpace:G.WilliamSkinner＇sideasGoingForward”学术会议

(2018 年 6 月 20-22 日,香港科技大学)上宣读过,得到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的细致点评和修改建议,以及郝瑞教授､萧凤霞教授和

科大卫教授的指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本文的修改和完善有重要帮助｡笔者谨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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